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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空间地域上为科技创新形成集群提供了必要条件。本文从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演进趋势、建设路径模式选择和评价方法四个方面进行文献研究，分析了科技创新中心的相关理论、评价方法及存在的缺陷，为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部分重点城市或区域正在开展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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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trend, construction path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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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growth is the embodiment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provid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cluster environment in space and region. This article carries on the document research from four aspects: the conno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the evolution trend， the choice of the path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and its evaluation method. It analyze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rend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 the mode and its evaluation metho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accurately grasp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global innovation cent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 some key cities or reg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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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全球创新正在加速重构，创新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科技创新已成为各国实现经济再平衡、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力量的对比，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打造国际竞争新格局的中坚力量。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深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纳入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指出科技创新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经济总量的竞争，而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基于此，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关注，成为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
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1]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开启了“创新理论”的发展道路。随着科学技术从微观到宏观的纵深演进，各领域学科多点突破、交叉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的结合进一步形成了“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纵观当前研究，涉及科技创新中心的内容稍显零散，国外学者对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创新理论和城市绩效评价方面，而国内众多学者停留在国家和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模式的选择方面。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起步较晚，缺乏对国外相对成熟的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趋势研究，这就导致在选择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要不断的对外部环境、内部机构之间和相同机构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效率评价，从而达到健康平稳发展的目的，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并且国内文献往往只涉及其中某个方面，尚未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因此，充分梳理已有的对各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模式、未来的演进趋势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为导向，采用层层递进的方法，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1）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趋势研究，以便为我国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汲取经验教训。（2）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研究，以期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3）科技创新中心效率评价，对于稳步发展科技创新中心，更好地识别、评价并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本文基于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中心过程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1  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特征与功能研究评述
1.1 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
有关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54年Bernard[2]《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他在书中首次提出了“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概念，认为科学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非均衡性，这也衍生出了“科学中心转移思想”。此后，相关概念相继提出，1987年英国经济学家Ronald Dore [3]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中首次使用“国家创新体系”，并将其解释为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之间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国际创新体系”的概念随后也被OECD认可并采纳。Monck[4]又提出了如“研究园区”、“科技园区”、“商业园区”、“创新中心”等词语去形容类似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2000年后，美国著名科技类杂志《连线》（wired）杂志首次概括了“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认为构成这一中心的要素有4个：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培训熟练工作人员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能产出专业知识和技术、促进经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发展及扩大其影响力，公众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获得风险投资以确保好创意成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2001年，联合国又在《连线》阐述和对科技创新中心评选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成长中心”概念，把其界定为“众多的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和风险投资集聚在一起的地区”。至此，“科技创新中心”概念已经较为完善。我国对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近年来。杜德斌[5]、黄鲁成[6]、黄亮[7]等先后提出了国际产业研发中心、国际研发中心、国际研发城市、科技创新城市等概念。胡晓辉、杜德斌[8]将科技创新城市定义为城市的经济活动以科技创新为主，科技创新功能已成为城市功能的核心部分，并成为其他城市功能的主要服务对象，这种功能不仅主导着城市内部各类资源重组分配和组织协调，并且能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产生显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动力。屠启宇、张剑涛等[9]在人口、交通、人才等方面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做出了总结。杜德斌[10]又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概括为当城市集聚和辐射力超越国界并影响全球时，便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通过对现有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的分析，当前关于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功能性评价，然而，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还需体现在集聚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等方面，因而其概念的界定较为复杂，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的角度进行界定。
1.2 科技创新中心主要特征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创新中心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产业集聚性、包容性、结构层次性、机构多样性等方面。Justin Tan[11]对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集聚性进行了案例研究，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关村科技园（ZGC）在技术转移和吸引集群方面的成功，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企业机构来华发展。Van Geenhuizen和Soetanto[12]认为科技创新中心是研究型大学、公共部门和私人投资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包容性。Ritala[13]等人研究发现科技创新中心内部包含如大学、研究中心、咨询机构、地方政府机构、中介机构和企业等机构，其机构的多样性是其主要的特点，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并促进公司之间的创新。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科技创新中心具备明显区别于其他一些相似组织的特征。第一，在制定企业是否有资格在科技园区经营方面的政策十分严格。第二，园区会优先考虑具备创新性的技术型公司。第三，园区通过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到知识的传播当中。第四，园区致力于促进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第五，园区为创新提供商业支持和服务，旨在增加创新的深度。
1.3 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功能研究
从国家或区域角度考虑，科技创新中心毋庸置疑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利器。Minguillo和Thelwall[14]研究发现，政府通过给予资金支持科技园的发展，从而达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保障就业。以科技创新内部功能为出发点，Montoro-Sánchez[15]等人认为科技园区可以看成是一个知识溢出的功能机构，有助于技术知识在大学与公司之间进行交流。Colombo和Delmastro[16]则更加注重科技园区的研发和创新功能，依靠高校和合作公司提供知识交流，园区内的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知识的整合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除此之外，科技创新中心还具备企业孵化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功能。Shon[17]同样指出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功能是在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强有力的联系上，同时也是商业技术孵化公司的温床。除此之外，Dhewanto[18]等人提出科技创新中心不仅为企业提供孵化器服务，而且还具备提供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服务的功能。
2  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趋势评述
演化经济学家Kurt Dopfe[19]指出：具有一般性质的新规则的产生和扩散推动了经济系统组织和结构的演化，并把演化分为了规则产生、采用和稳定三个阶段。具体到科技创新中心，这种一般性质的新规则也就是知识商业化的模式，演进的过程就是模式的产生扩散的过程。世界范围内具有众多的科技园区，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路径相关文献的聚类分析（见图1），其演进趋势方面的研究大致分为演进路径、演进驱动机制和空间演进趋势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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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趋势聚类分析图
2.1 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路径研究
硅谷科技园作为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领军先行者，对其演进路径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Jerome S. Engel[20]研究了硅谷科技园从建园之初直到近几年的演进路径，他发现硅谷最初的建立是由公司自发组织起来，之后每一次的快速发展都是因为新科技的出现，由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紧接着又快速进入下一个新的循环。Hung-Suck Park[21]等人对韩国蔚山工业园进行了研究，发现蔚山工业园区最初作为传统工业区，仅仅拥有能源供应商，如电力、蒸汽和水等项目。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该地区工业网络发展起来，进而发展为产业共生网络。Ari-Veikko Anttiroiko[22]介绍了基斯塔斯从高新技术产业园转化为全球性科学创新城市的演进过程，为应对未来发展的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基斯塔斯启动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政策和措施，如“基斯塔斯配对计划”，虽然这些措施改变该地区的整个功能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但目前基斯塔斯独有的演进发展模式已经被国际认可。政府在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的演进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Mei-Chih Hu[23]发现由政府制定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多产业共生发展”的演进模式已经被世界各国的科技园区广泛借鉴采纳。Zou[24]认为清华科技园科技创新网络随着技术和制度的演进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均具有不同的网络结构。总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规划的差异，目前国外在演进路径方面的研究比较详尽，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正因为如此，未来才更应进一步加强对国内外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路径的研究，从中找出适合本国科技园区发展的演进发展路径。
2.2 科技创新中心演进驱动机制研究
Gordon Moore和Kevin Davis[25]通过对硅谷产业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硅谷最初是因半导体产业发展起来的，其演进驱动机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产业、大学与研发机构之间进行的，其次是产业之间的互动。两种互动机制共同推进硅谷产业发展，培育园区创新文化。Hsien-Che Lai和Joseph Z. Shyu[26]等人采用对比研究法分别研究了海峡两岸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和新竹科技园区的演进驱动机制，发现在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多种高科技产业在园区并存，使技术创新提以裂变式扩散。同时，完善的机制也使得高科技新公司不断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这些高科技公司对技术创新的关注度和对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的重视，成为推动张江高科技园区成长演进的驱动力。在新竹科技工业园区，地理集聚形成了巨大综合效应，政府扶持和优惠产业政策的双驱动模式同样成功带动了新竹科技园区的发展。Geetha Vaidyanathan[27]对印度软件科技园区、生物科技园区和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园区在内的众多科技园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园区大都由政府和其他相关组织推动建立起来，随后逐步成为以自主发展机制为主导作用的创新集群，并提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印度科技园区模式时需要仔细分析这些因素在每个国家的可用性。段存广和高国武[28]按组织演化动力来源及形成方式不同， 把科技园区发展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动力模式，并以此观点分别研究了美国硅谷、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等科技创新中心的驱动机制。目前，国内外在演进驱动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企业、大学的推动方面，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的研究却很少，以及对集聚效应和外部环境驱动的研究比较少，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2.3 科技创新中心空间演进趋势研究
综合当前国内外对科技创新中心空间演进趋势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科技创新中心地理空间演进趋势研究。二、科技创新中心空间结构演进趋势研究。在地理空间演进趋势研究方面，Feldman和Kogler[29]认为地理位置传统上被认为是企业集群进行创新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从单个科技创新中心区位空间的选择上来看，Mello和Rocha[30]发现由于考虑到园区外部环境、技术溢出和对创新型企业的吸引力等诸多因素，园区往往会选择建立在技术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Sternberg[31]提出只有当为了提升该区域整体形象、提高创新能力和带动经济发展，园区才会选择建立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2thinknow [32]2014年澳大利亚智库的研究显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高度集中在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从thinknow历年的数据显示，亚太地区的科技创新中心数量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并且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也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步转向亚太的演进趋势。在科技创新中心空间结构演进趋势研究方面，J Koo[33]、Daniel You-Ren Yang[34]、I Filatotchev等[35]认为科技创新中心内部或者区域之间由于知识的扩散和溢出、创新要素的流动、政府政策的鼓励等创新活动导致科技创新中心空间结构之间产生了依赖的趋势。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国外较为片面，很少关注空间结构的依赖趋势，而是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区位距离递减趋势方面，如宋丽思和陈向东[36]指出我国的技术扩散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中心逐渐向外扩散，并且这种扩散强度随着距中心的距离越远呈现出递减趋势。综合当前对科技创新中心空间演进趋势的研究来看，国外在这方面已经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而国内的研究不够深入，未来结合中国实践对此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对我国科技创新中心选址建设和空间结构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3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模式评述
产业集群概念最早见于Michael E.Porter[37]出版的《国际竞争优势》一书，认为企业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创新在集群内快速传播，并且他提出的“钻石模型”对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在集群中的协作做出了解释。随后Porter[38]通过对全球十多个国家集群进行了研究，提出集群的竞争优势 ， 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水平，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创造出集群群体财富，提高创新效率，创造有利于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目前，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无疑已经成为各国提升自身综合国力和抢占科技革命新高地的关键。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世界范围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模式的探索研究，同时通过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模式相关文献进行聚类分析（见图2），当前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模式：政府推动、企业引领、大学驱动、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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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技创新中心路径建设聚类分析图
3.1 政府推动模式研究
在Felsenstein[39]的研究中，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促进技术创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促使技术在大学与企业之间相互转移。第二，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或振兴的催化剂，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那么，政府主导模式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会以何种方式促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政府在科技创新中心形成集聚效应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1986年[40]和1991年[41]发布的《新加披经济计划报告》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最初设立科技创新中心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升级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搭建企业与高等学校之间的桥梁。Saxenian[42]对比研究了台湾新竹和美国硅谷两大科技园区，发现两者的建立有一个共同特点，政府为刺激企业集聚形成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而后续的成长完全依赖企业的发展。Porter[43]在提及政府在产业集聚过程中提供基础设施重要性的同时，提到政府在产业集群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它必须有能力去识别和监测该区域内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及其发展阶段。Winston T.H. Koh和Francis C.C. Koh[44]在研究新加披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中认为，政府不仅要为产业集聚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帮助，而且要在政策法规、科研基金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提供大量支持。Chia-Chi Sun和Grace T.R. Lin[45]通过对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研究，提出政府应在科技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充当调解人的作用，利用各种诱因促使企业集聚。同样，政府主导型的科技创新中心也存在短板。庞德良和田野[46]对日美科技园区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日本筑波科技园在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使用、信息系统的构建甚至园区的发展规划等方面都完全由日本政府掌控，最后由政府推进产、学、研组织体系的建立。虽然日本筑波科技园是典型的政府推进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这对私人机构和企业产生了极大的限制。
总之，在现有的以政府为主导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政府往往扮演着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的角色，塑造和维护创新环境，制定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能动性要素和政策。但政府主导型的创新集群往往缺乏灵活性，创新型和活力不强，因而加强此模式的研究，对合理利用政府资源推动园区建设有重要意义。
3.2 企业引领模式研究
企业引领模式指以企业为主体，通过企业创新效应影响集群创新，从而促进创新资源集聚模式。Westhead和Storey[47]对英国科技园区内和园区外的公司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园区内的企业更易于大学产生联系，并且其所处的竞争性环境使得园区内企业生存能力更高。目前，像美国的硅谷和中国的深圳都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成功案例。
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科技创新中心同样也具有其相应的生命周期，郑小勇[48]通过对创新集群和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发现，创新集群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和末期，小企业是创新集群的主要参与者，在产业发展的中期阶段，大企业是创新集群的主要参与者。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能够刺激企业集聚，而且还能带来其他更深层次的影响。例如，Jarunee[49]调查研究了硅谷的发展模式，发现在企业引领模式中，政府仅仅起到辅助、监管作用，并不过多的进行干预，这就留给了企业很大的发展空间去充分配置利用市场资源，使技术成果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Albahari和Barge-Gil[50]等对企业创新资源在集群内集聚和扩散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在企业引领下的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能为新企业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还能促使技术转移、吸引行业巨头、促进企业成长。在当前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企业促进集群外部创新资源集聚和集群内扩散。因此，加大对企业的培育力度对科技创新中心起着积极作用。此外，张涛和宣昌勇[51]通过研究江苏省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认为，在企业引领模式下，必须加大对企业创新基金的投入，鼓励企业培育创新能力，进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起到行业引领者的作用。
综合而言，此类模式有着结构有序、适应发展能力强和整体协调性高等优点。企业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在缺乏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其发展道路难免碰到挫折，因此仍需更深入的研究。
3.3 大学驱动模式研究
大学无疑是科学研究的孕育基地，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经济利用和加强大学教授的商业活动，很多国家在大学建立了科学园区。Link and Scott[52]对比研究发现，全球很多大学已经建立了科技园区，目的是为了培育基于自身优势技术的创业公司，同时大学机构也将这些公司视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众多以大学为驱动模式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学科技园（INNOTECH）就是其中的代表。润华创[53]对布达佩斯大学科技园进行了研究，发现其是由政府部门牵头，布达佩斯大学为依托，股份制筹资的园区。虽然润华创对布达佩斯大学科技园的模式做出了研究，但并没有给出其详细的发展规划。Z. Pa´lmai[54]研究发现，布达佩斯大学科技园作为其大学教授的创业孵化器，目前已经到了发展瓶颈的状态，他认为应当扩展利用大学知识的领域范围和与更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合作，更进一步提出技术合作开发区模式（INCOPARK）。毛才盛[55]从共生理论出发，研究了大学科技园区内部产业之间共生和竞争共同影响下集群创新能力的变化机制，他发现在共生模式下，许多大学园区由于产业之间、产业与区域环境之间耦合度下降和竞争的原因导致创新能力下降，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除此之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科技园区在大学驱动模式下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研究。Michael Luger和Harvey Goldstein[56]提出大学科技园区的作用主要由以下两点：第一，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第二，创建区域创新系统，保持了园区内部机构的创新活力，维系了区域的长期竞争优势。Rubin[57]和Westhead[58]认为在大学驱动模式下，大学是知识的宝贵来源，大学提供科学研究成果，科学园区内的公司可以使其转变成新的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服务或过程。薛玉香和李梁[59]认为，科技园区不仅是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而且能够吸引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加盟，更重要的是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有效载体。
总体而言，大学在创新系统中知识主体的地位毋庸置疑。综合当前关于在大学驱动模式下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转化、培养人才和创业孵化器等，虽然在此模式下科研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不同产业之间技术转移阻碍也将减少。但在政府支持、耦合度以及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不足，未来还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3.4 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协同创新模式是当下各国学者研究比较多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模式，在官产学研共同作用下，其特点也非常明显。在Ponds[60]和Boschma[61]等人的研究中，企业、政府、大学等科研机构的聚集有助于相互之间的技术转移及协同创新。
在Herry Etzkowitz[62]经典的三螺旋结构模型中，政府处于核心地位，对城市外部环境、内部要素以及产业研发活动本身都能产生重大影响，为产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牵线搭桥，同时还颁布相应的政策给予支持和引导。从区位优势来说，Maskell和Malmberg（1999）[63]认为知识的隐性成分越高，知识在协同机构之间流动的地理距离越重要。由于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因此协同机构的关系应该实现更高的知识流动性。随后Bennet [64]等、Love and Roper[65]、Abramovsky和Simpson[66]等人又做出了补充，认为地理的聚集能够减少科研经费、增加不同机构之间协同合作的可能性、鼓励有形和无形资源在不同机构之间转移，加强了产学研之间的联合。从政府、企业、大学角度来看，李靖华和李宗乘等[67]对比研究了三个世界性科技创新型城市，他们发现在巴塞罗那科技园企业创新动力不再是政府推动，而是市场需求和国际间竞争，就使企业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在赫尔辛基科技园区中，政府为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构建具有市场化的政府指导架构，相比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在其中只是起到了“政策杠杆”的作用，大学则更多的承担培养人才和成果转移的作用。在东京创新城市建设中，更多的采用混合型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企业、大学发挥的作用强弱不同。综合而言，政府和大学之间存在科技咨询、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科技投资、企业与大学之间存在科技转化和孵化器的关系，而在三者联动的情况下形成高效协同科技园区模式。尽管协同模式有诸多优点，但同样存在着问题。Morandi[68]提出不同机构合作的过程必然存在无效率或效率低下的情况，尤其是产学研合作管理阶段需要更多的关注。Amabile[69]和Bedwell[70]等人又将协同合作分为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个体之间的合作，因此这种协同合作具有高度的多面性，面临极大的挑战。Bruneel[71]等人从制度规范出发，强调了大学等科研机构和企业由于不同的管理制度和不同的运营方式，必将影响两者之间的合作效率。综合而言，协同模式下的科技园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区域耦合度，包括不同产业，产业与政策、产业与大学之间如何协同发展的问题。
在单一模式下，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存在很多局限性，在全球化创新大趋势下必将逐渐被协同创新所替代。但不管是在双轮驱动模式下，还是在三螺旋结构模式下，协同模式不仅存在单一模式下各主体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存在各主体机构之间耦合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这也导致了近几年来学术界兴起的对科技创新中心效率评价的研究。
4  科技创新中心评价研究评述
通过科技创新中心效率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聚类分析（见图3）发现，科技创新中心效率评价主要从影响科技创新中心的因素、指标构建、模型方法三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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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科技创新评价聚类分析图
4.1 评价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科技创新中心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所以影响其发展因素也许多。Simonin[72]提出由于企业之间文化和组织相关知识的模糊性，导致了知识转移受阻，进而影响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心内的创新效率。Van de Vrande等[73]同样研究发现，文化和组织之间的问题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Barbosa和Faria[74]从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机构制度出发，认为制度变迁对区域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严格的市场管制制度对区域创新有着强烈的负面影响。Rodríguez-Pose和Crescenzi [75]研究证明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和终身学习的参与率是影响区域内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Buesa等[76]证实了这一结论，强调了行政部门和大学教育在国家和区域研发环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Mohannak[77]认为创新基础设施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两个特征：第一，部门齐全的区域组织。第二，主要目的是处理研究、开发和设计方面的创新和构思。Krause[78]等人对影响科技创新中心企业之间创新的因素做了详细的总结，主要包括资源、组织结构和文化、市场、知识、企业管理、创意管理、顾客需求、知识产权、用户反馈、员工能力等因素。
经过对评价因素的研究发现，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并不一定要完全具备以上所有因素，可能因为一个基本因素的缺失或发展缓慢，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以其他因素的优越发展为补偿。例如，Kenney和Patton[79]观察到在韩国汉城科技创新中心，大学制度和创新之间存在薄弱环节，但是在体制改革，企业创新和创新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4.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目前关于科技创新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由于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专利数量经常作为创新产出的目标，在Bronzini和Piselli[80]的研究中，他们同样将专利作为创新产出指标。除了专利以外，Urszula B[81]在研究波兰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时，发现教育、商业知识、生产率、专利商标、成果等指标显得尤为重要。另外，有些学者则从区域宏观环境出发选取指标体系，如Luminit[82]为评价南欧部分国家的区域创新竞争力，选取了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商业环境4个不同类型的指标。Chiu等[83]提出生态效率是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并从园区的资源、环境和经济三个方面评价生态效益。为统一创新指标体系，欧盟[84]发布了欧盟2020创新指标，这一综合性指标旨在衡量不同方面的产出和成果，其包含四个方面：衡量专利申请、衡量知识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在企业部门中就业的比例、通过评估贸易业绩说明知识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反映来自创新部门的快速增长型企业的就业情况。随后Jürgen Janger[85]等人对欧盟2020创新指标提出改进，他们提出欧盟2020创新指标主要集中于创新成果，而对创新产出的数量或质量几乎没有信息。另外，由于评价对象过于复杂，往往选择对指标进行分级处理，例如陈搏[86]构建了8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和89个三级指标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进行评价。国外学者Teemu[87]等从研发资金、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专利、科技活动产出等12个指标进行分级处理，进而评价芬兰科技创新竞争力，认为科技创新竞争力的评价极其复杂，很难进行评判。
综合文献研究，现有科技创新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从园区宏观环境、专利成果、经济指标等角度入手，并且在选取评价指标时发现，很多指标并不能用数据去衡量，这也就导致评价方法选取的不同。所以，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未来还需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指标进行分级细化处理，遴选权重相对较高的指标。
4.3 评价方法选择研究
综合已有文献发现，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有多个研究国家、区域和部门创新系统的方法。Carayannis和Provance[88]提出了“状态、倾向、绩效”三要素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投入、生产、产出等影响因素，构建了复合创新指标体系，对企业等微观层面的创新进行了研究。Cai[89]在宏观层面上提出了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的三大定量分析方法：综合指标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目前关于科技创新中心方法的选择主要集中于：数据包络分析、TOPSIS法、层次分析等方法。Dong[90]等、 Yu[91]等和Geng[92]等分别以生命周期评价（LCA）、物流系统分析方法、经济资本回报率法对园区进行了评价。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因其在指标处理方面相对于其他方法的优越性备受学者的青睐，Fuentes[93]等基于DEA-Malmquist方法对园区内一段时间的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EG Carayannis[94]等利用多目标网络DEA的方法研究了国家多层次多阶段的创新效率。Jarot[95]根据对印尼芝马墟创新网络重要性的观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对加强该区域创新体系的网络状况进行分析。Ebru[96]等为确定区域创新系统中中小企业战略创新成功的因素，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对中小企业战略创新因素进行有效评价。Kaynak S[97]等为比较四个欧盟候选国的创新效率，使用全球竞争力指数、创新联盟记分板、知识评估方法和全球创新指数等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其进行研究。
综合而言，多数学者倾向于使用基于投入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此方法对定量数据的处理有着很大的优势，但是有很多投入产出数据是无法定量计量的。所以，未来的研究还应尝试更多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法、模糊多指标决策（fuzzy MCDM）等等。
5  总结和展望
5.1 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总结如下：一是国外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起步较早，经验和研究相对丰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重视创新方面的发展，并且由于近几年建设创新型国家等相关政策的出台，科技创新中心才如雨后春笋般得以快速发展。而国内外对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的研究还没有统一，其特征和功能的研究较少；二是国内外对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趋势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单一方面，如路径、驱动力和地理区位等方面，但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三是科技园区内存在不同类型的机构，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机构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造成了选择科技创新建设模式的复杂性，而目前相关的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的对比研究法；四是在科技创新中心评价研究中发现，由于科技创新中心内部环境复杂，不同机构部门林立，导致对其影响的因素数量繁多，进一步引发了对其评价研究时构建指标的不统一和处理指标数据时方法杂乱的现象发生。在数据的选取上，国内外学者多采用静态（截面数据）为主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对时间序列的研究。并且现有的研究方法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的较少。
5.2 展望
第一，拓宽研究视角。一是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当前的研究在科技创新中心内涵界定、发展模式、绩效评价等方面的成果颇丰，但忽略了对科技创新中心内部产业结构特征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因此，在未来的对科技创新中心研究中期望可以加入对其产业结构的经验和实证分析。二是国内外对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的研究还没有统一，其特征和功能方面的研究较少，未来可以进一步对其概念、特征和功能进行完善补充。
第二，加大研究广度。一是在对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趋势方面的研究较少，内容不够全面，未来需加深这方面的研究。二是现在的研究集中在中心模式选择上，忽略了对评价园区内可能存在的耦合点的有效性及如何有效促进区域协同合作的研究。在选择中心发展模式的方法时，国内外专家多采用对比研究，缺少指标、数据、模型的支撑。因此。在模式选择研究中，适当加入数据建模等方法，结合不同的国情和地区环境，可以提高研究的缜密性。
第三，创新研究方法。一是从数据选取方面来看，目前对于评价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方法很多，但大多集中于对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对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利用不同模型对合并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这样可以使结论更加完整有效。二是对科技创新中心效率模型选择上，当前研究集中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及其改进的模型，未来可以尝试使用一些其他前沿定量分析方法，例如灰色关联理论、结构方程模型、层次分析法、模糊多指标决策（fuzzy MCDM）等方法。三是完善评价标准。当前的研究大多数在指标选取、权重分配、数据来源等方面不能够做到统一标准，这样往往会引起实际结果与预期出现较大偏差，导致结论有失严谨。因此，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上尽量按照科学可行、实用性、目标导向性则等原则，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
第四，结合中国国情，加强本土化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受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东移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势必加强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力度。未来对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在测度方法和样本选择上更多考虑中国情景。例如，样本可以选择北上广深等地区的科技创中心，测度方法可以结合我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之后该地区因创新的投入产出数据。此类研究对我国实现战略转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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